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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施特拉克对行为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
*

——2024 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罗  俊　汪晓辉

摘要：菲利普·施特拉克巧妙地运用数学工具将与信息相关的概念模型化，并运用到动态环境

下的学习和信息传递等模型中，刻画了个体决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学习偏误和过度自信等情景对

决策的影响，显著推动了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其构建的用于刻画信息成本函数和隐私等概念的公

理化方法，在理性疏忽、决策理论、序贯抽样的瓦尔德模型、动态信息获取模型和概率论等方向都

具有广泛的应用，也代表了信息设计领域的研究前沿。其开发的主序化约束下的求极值点问题的

方法可以分析很多机制设计领域的基本问题。本文通过梳理施特拉克关于信息、隐私和学习等概

念的数理化构建与模型拓展，概述相关公理和方法在行为经济学、信息设计和机制设计等方向的

应用。施特拉克的学术贡献不仅仅从技术方法论上为以上研究领域提供了新见解，而且还突破了

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并拓展了研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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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施特拉克（Philipp Strack）因对行为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被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授

予 2024 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施特拉克于 1985 年出生在德国波恩，具有德国和希腊双重国籍

和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于 2009 年和 2010 年先后获得波恩大学经济学硕士和数学硕士学位，并于 2013
年获得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曾在微软研究院新英格兰分部从事博士后研究，自

2014 年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于 2018 年晋升经济学副教授。自 2019 年起

任耶鲁大学副教授，并担任算法、数据和市场设计中心研究主任；2022 年升任经济学教授并兼任耶鲁

大学计算科学教授。施特拉克曾获得斯隆研究奖（经济学）（Sloan Fellowship in Economics，2019-
2021）、德国商报（Handelsblatt）评选的最高产德国经济学家（2021）和 Bodossaki 杰出青年科学家奖

（2023）①，并于 2022 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士。作为一位高产的学者，自 2011 年开始发表学术论

文以来，施特拉克目前已经在《美国经济评论》等顶尖期刊发表 41 篇文章，完成 16 篇工作论文。

施特拉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信息概念的公理化表述及其相关应用方面。总体而言，其研究的是

关于决策者在有限理性假设下如何收集信息、获取的信息和信息量大小如何影响决策等问题。比如，

在决策和行为经济学方向，他考虑了动态环境下的学习和信息传递问题，构建模型描述了个体决策时

的学习偏误；在信息经济学领域，他提出了一套新的公理化方法来刻画信息成本函数，并将隐私等概念

形式化，得出的定理在理性疏忽（rational inattention）、决策理论、序贯抽样瓦尔德模型（sequential 
sampling Wald model）、动态信息获取模型和概率论等方向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在机制设计领域，他

运用极值点（extreme points）和主序化（majorization）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机制设计分析方法。下文

* 罗俊、汪晓辉（通讯作者），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10018，电子邮箱：wangxh1@vip.163.com。基金

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23G030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3YJC790130）。感谢匿名审

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自 1992 年开始，该奖授予取得世界级开创性研究成果的希腊（国籍或血统）杰出青年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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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决策和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和其他四个研究方向来介绍他的理论拓展和学术

贡献。

一、决策和行为经济学

施特拉克考察了目前行为决策理论的局限性，主要研究了动态环境中学习和信息传递对行为决

策的影响，从而推动了新一代行为经济学的发展。

（一）跨期决策

跨期决策是指个体在面对有限资源时，如何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和决策，反映了

个体在当下对于不同时间点上的决策获得效用的相对价值的权衡，这在生活中的很多领域（如金钱、健

康及环境等）都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提出用指数贴现效用模型（exponential discounting 
model）来刻画跨期决策中常见的时间贴现现象。而行为经济学家则发现，实际的跨期决策会表现出

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即当决策者面对涉及“当下”的决策时表现得更加不耐心，特别是

当个人无法完全预见其偏好变化时，这类注重当下的个人往往会拖延完成乏味的任务。为此，学者

通过引入一个额外的现时偏误参数，对所有未来效用进行贴现，构建了能捕捉到个人对现时关注的

双曲线贴现模型（hyperbolic discounting model）。

与此同时，行为经济学家引入（部分）“天真”（naive）的个体特征对这一框架进行了扩展，将人们

分成有经验的个体（sophisticated agents）和没有经验的个体（naive agents）。有经验的个体能意识到，

如果对跨期决策进行有效的规划，个体效用会提高；没有经验的人就有拖延完成乏味任务的倾向。

既然过度拖延是双曲线贴现模型的一个可靠预测，那么利用任务完成时间的数据就可以识别时间不

一致的偏好。以往的研究将在截止日期或接近截止日期完成任务的个体归类为时间不一致个体，或

根据参数假设从完成时间来估算个体时间不一致的程度。在《从选择的时机来识别个体的现时偏

误》（Heidhues & Strack，2021）一文中，施特拉克等提出，如果只能观察到任务的完成情况而观察不

到完成任务的成本和收益时，外部观察者（称为分析师）是否可以推断出决策者的时间偏好不一致

性？他们分析了以下模型：在每个时期，决策者都面临着是当天完成任务还是推迟完成任务的问题。

分析师无法直接观测到完成任务的成本和收益，但知道决策者在不同时期的净收益的分布，且该分

布在不同时间是相互独立的，且决策者具有时间可分的效用。此外，分析师可以观察到决策者的确

切停止概率。因此，对于任何时间贴现上具有准双曲线偏好（由参数 β、δ 表征）且在跨期决策中没有

经验的决策者来说，以没有提前完成任务为条件，他们完成任务的概率在临近截止日期时会增加。

反之，对于任何给定的偏好参数 β、δ 和（弱增加的）任务完成概率曲线，只要决策者是老练的或完全

天真的，就存在一个能使其行为合理化的静态报酬分布。

在《错误理解自己》（Heidhues，Kőszegi & Strack，2023）一文中，施特拉克等建立了一个代理人模

型，其中的代理人会固执地低估其行为受不良动机的驱使的程度，并将其行为归因于其他因素，同时

不断更新其对这些因素的看法。他们研究了该模型的一般特性，然后应用该框架解释了具备部分天

真水平的个体的现期偏好新含义。在许多稳定的情况下，个体最终能很好地预测自己的行为。然

而，不切实际的自我观（self-view）会使个体出现现时偏误。第一，通常情况下，该个体的行为总是比

老练的代理人更具现时偏误。第二，当环境发生变化，比如对前瞻性行为的激励增加了，或者被置于

一个新的但实际上与之前情形相同的环境中，该个体就会系统性地错误预测自己的反应。第三，即

使对于物理上不具成瘾性的产品，该个体也会遵循以往经验中类似成瘾的消费动态，而这也是其没

有预料到的。第四，与其他代理人的信念相比，该个体所持有的信念会在实际上逻辑并不相关的问

题之间显示出令人费解的相关性。他们指出，之前的一些研究结果可能更符合其所设定的模型，而

不符合目前广泛采用的学习模型。

（二）损失厌恶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构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对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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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为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框架之一。前景理论基于个体决策的非理性行为描述了人们在面对

风险时如何做出决策的问题。除概率加权外，前景理论的核心基石是参照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
和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后续研究者又提出了决策者的参考点是如何由理性预期决定的理论框

架（Koszegi & Rabin，2006）。然而，许多与经济相关的结果并不是由孤立的个体决定的，而是由个体

在策略互动中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以往关于损失厌恶型博弈者的策略互动研究都是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的，如秩序锦标赛和拍卖

等。但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混合策略均衡的可能性，甚至常常将注意力局限于特定的纯策略均衡集，

如对称均衡。而且，之前的文献对于损失厌恶型博弈者之间包罗万象的策略互动模式缺乏通用的解释。

基于此，在《基于预期的损失规避与策略互动》（Dato，Grunewald，Müller & Strack，2017）一文中，施特

拉克等将损失厌恶理论纳入博弈互动的一般框架中，对损失厌恶型博弈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进行了全

面分析。首先，将之前研究（Koszegi & Rabin，2006）构建的均衡概念扩展到有限博弈，建立了一个连

贯的分析框架，并解释了推导出这种均衡的方法。其次，描述了损失厌恶型博弈者的策略行为与标

准期望效用理论下博弈者的策略行为有何不同。再次，分析了损失厌恶下的均衡博弈和均衡存在性

问题。

（三）过度自信

行为经济学中的大量文献表明，个人在许多情况下对其特质或前景会抱有不切实际的积极信念。

比如，具有自我现时偏误的吸烟者预测其很快会成功戒烟，但实际上反而吸得更多，或者一个带有隐性

偏见的雇主认为自己会公平地对待每个应聘者，但实际上最后组成的团队是种族不平衡的。相关学者

在关注过度自信的本质及其对经济互动的影响时着重研究：对于持有过度自信或其他偏差信念的个人

来说，当信息来临时，他们是如何更新信念的。经典文献认为，学习是形成正确信念的条件，但近年来的

研究认为形成过度自信信念的原因是有偏见的学习（Gervais & Odean，2001；Chiang et al.，2011）。

在《不切实际的期望和误导性的学习》（Heidhues，Kőszegi & Strack，2018）一文中，施特拉克等研

究了过度自信的个体如何更新其过度自信信念以及对其他决策相关变量的信念。该项研究的贡献

在于证明：在弱条件下，代理人对基本要素的信念会收敛。此外，他们还发现了一类广泛的、具有重

要经济意义的情况：当代理人高估自己的能力时，学习会导致信念进一步偏离真相，而当次优行动的

损失很大时，这种效应会加剧。这一论点可以在团队环境中看到，过度自信会导致个体将次优结果

归咎于他人。他们还对自我挫败式学习发生的环境进行了部分描述，并且表明，如果满足特定的不

可识别性条件，决策者就会学会采取最优行动。与过度自信的代理人相反，缺乏自信的代理人的错

误学习是自我限制的，因此反倒并不十分有害。他们所研究的这种决策情况在经济环境中其实很常

见，包括授权、组织和公共政策选择过程等。

以往研究中歧视现象更多地体现为群体之间的歧视，或者说，在类似的情况下，与具有其他相同

特征的多数群体的成员相比，少数群体的成员会受到区别对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社会学以

及心理学采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了歧视的存在，并结合社会认同理论对歧视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进行了

研究。在《过度自信与偏见》（Heidhues，Kőszegi & Strack，2019）一文中，施特拉克等进一步对以上核

心思想进行了延伸，探讨了过度自信和学习会如何产生歧视和偏见，并提出在许多情况下应共同处理

过度自信和偏见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假定行为主体对自己过于自信，从而解释了可观察到的社会

信念的主要模式，并进而做出了一些有关歧视和偏见的推断。第一，行为主体比局外人更相信其所在

的任何群体会受到歧视，这反映了广泛发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歧视现象。第二，行为主体与某个个体

共享的群体成员越多，其对该个体的评价就越积极。这就解释了社会判断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群体内偏见以及“合法化神话”（legitimizing myths），即通过认定特权群体的优越性来证明任意社会等

级制度的合理性。第三，偏见的存在及其程度取决于行为主体在评估事件结果时是如何将社会划分为

不同群体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应该提出一些带有种族色彩的问题，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渠道

来说明为什么国家建构（包括民族建构）政策可能是有效的。第四，向行为主体提供有关其自身的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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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息（如其所属群体的身份信息）会增加其对他人的偏见。第五，行为主体容易产生替代偏见，这意

味着引入一个新的外来群体会使行为主体产生对新群体的偏见，但会减少其对其他群体的偏见。第

六，行为主体更倾向于认同同一群体中的人。此外，他们还解释了为什么过度自信的行为主体允许在

评估结果中出现不自觉的歧视，即使行为主体最初并没有设想出现这种可能性。至此，施特拉克等在

模型中论证了个体的过度自信及其在学习中不断的信念更新是如何形成针对群体的偏见或歧视的。

（四）学习

多臂老虎机问题是概率论中的一个经典问题，也属于强化学习的范畴。设想一个赌徒面前有 N
个老虎机，事先并不知道每台老虎机的真实盈利情况，那么他会如何根据每次玩老虎机的结果来选

择下次玩哪台或者是停止赌博，以便最大化其总收益。在商业中，多臂老虎机问题有着广泛的应用。

比如，在推荐系统中有 N 个物品，企业事先不知道用户对 N 个物品的反应，需要每次推荐某个物品给

用户，从而最大化用户价值（比如促成用户的购买）。

在《当收益是私人信息时的策略性实验》（Heidhues，Rady & Strack，2015）一文中，施特拉克等考

虑的是两个博弈者面临完全相同的离散时间老虎机赌博问题，分别有一个安全臂（老虎机操纵杆）和

一个风险臂。在任何时期，风险臂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当报酬为公开信息时，随之而来的搭便车问

题会非常严重。而当报酬为私人信息且参与者可以通过廉价谈话进行交流时，给定参与者足够乐观

的先验信念，其所达成的社会福利最优的博弈策略集合可以实现完美贝叶斯均衡。只要每期的成功

概率不是太高，这些结果就可以推广到两个以上的参与者。特别是，在泊松过程的跳跃时间里成功

发生了，而且整个决策周期长度足够短时，就会出现以上的情况。

在《在网络重复互动中学习》（Huang，Strack & Tamuz，2024）一文中，施特拉克等研究了长期存

在的理性决策者如何在社会网络中学习。在每个时期，每个决策者在观察了周围人过去的行动后都

会收到一个私人信号，并选择一个其收益只取决于状态的行动。由于均衡行动取决于高阶信念，因

此很难描述其行为特征。不过，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网络的规模和形状、效用函数以及决策者的耐

心如何，任何均衡状态下的学习速度都会有一个上限（常数），而这个常数只取决于私人信号的分布。

（五）神经科学模型

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人们的决策行为是否理性？哪些因素导致了人们的决策行为不理

性？经典漂移—扩散模型（drift diffusion model，DDM）认为，人们的行为决策背后往往存在一个信息收

集的过程，当收集到的信息超过某个阈值就做出决策。因此，该理论模型描述的决策行为属于个体存在

一定价值倾向时稳定而又快速的决策，而背后对应的正是基于价值的决策理论（value-based decision）。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的漂移—扩散模型只适用于二元决策任务，即只存在两个备选项时的决策任务，经

过数十年的发展，该理论模型用于解释行为决策的优良性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在《速度、准确性和选择的最佳时机》（Fudenberg，Strack & Strzalecki，2018）一文中，施特拉克等

研究了早期决策在序贯信息获取（sequential information acquisition）的经典环境中何时更有可能正确

的问题。他们将二元决策中的选择概率和决策时间的联合分布建模为最优顺序采样问题的解。其

中，决策者不确定每项行动的效用，并为收集信息支付单位时间内的恒定成本。研究结果表明，如果

行为主体的先验信念是正确的，那么当行为主体选择快速决策时，其选择更有可能是正确的。这比

经典的漂移—扩散模型更符合所观察到的决策时间与选择概率之间的相关性，因为在经典模型中，

决策者知晓各种选择之间的效用差异。

在漂移—扩散模型中，决策者会不断积累证据，直到该过程触及停止边界的上限或下限，然后停

止并选择与该边界相对应的备选方案，从而可以解释观察到的选择和反应时间模式。在《检验漂

移—扩散模型》（Fudenberg，Newey，Strack & Strzalecki，2020）一文中，施特拉克等提供了该理论模

型的识别和特征定理，证明了参数的唯一性，并确定了哪些数据集符合哪种形式的漂移—扩散模型。

此外，他们基于有限数据集，使用样条估计法（spline estimation）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统计检验。这

些结果确定了该理论模型的经验内容，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种能够了解该理论模型何时适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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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施特拉克等通过纳入报酬的不确定性扩展了漂移—扩散模型，并考虑了对观察结果的选择，还

提出了针对该理论模型的新统计检验方法，这为经济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建立了一个研究选择时

机的新基准，也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行为经济学理论以及实证工作之间架起了桥梁。

二、信息经济学：新的信息建模框架与思想

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信息在决策者做决策时所发挥的作用。施特拉克对信息经济学最重要的

贡献在于，用一个统一的公理化框架来刻画信息成本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来刻画隐私、信息更新以及

信息结构等相关概念。

（一）信息获取成本函数

在信息经济学中，学者普遍认为信息是稀缺和有价值的，而且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利用是有成本

的，如何刻画信息结构，并为其设定合理的成本函数是决策理论的重要议题。信息获取的成本和所

获的信息量有关，文献中用库尔贝克—莱布勒散度（Kullback‑Leibler divergence）、互信息（mutual in‑
formation）和香农熵（Shannon entropy）等概念来度量信息量的大小。在《信息成本：恒定边际成本情

形》（Pomatto， Strack & Tamuz，2023）一文中，施特拉克等基于诺贝尔奖得主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的理性疏忽理论和经典的序贯抽样瓦尔德模型，提出了最大对数似然比信息获取成本

（log‑likelihood ratio cost，LLR）函数。理性疏忽理论基于香农熵的概念来度量信息获取过程中的信

息成本，其假定信息获取过程中 n 个独立的实验①成本是次可加性（sub‑additive）的，但施特拉克等提

出的 LLR 函数认为实验成本是可加性的（additive），可以作为香农熵度量方法的替代方案，并给出了

一个更加简洁优雅的信息成本结构公理化表述。其中包括三个公理：（1）单调性公理，即信息更精确

的实验成本更高。（2）独立实验成本的可加性公理，即每个独立实验的总成本是单个实验成本的总

和；其经济含义是，收集 20 个顾客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所付出的成本等于收集 10 个顾客所付出成本

的两倍。（3）稀释性公理，即具有 0.5 的概率成功的一个实验的成本等于具有 1 的概率成功的实验的

成本的一半。

施特拉克等对信息成本的公理化表述将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以及更多的应用领域产生重大影

响。比如，当决策者在观察一个漂移依赖于状态的一维信息扩散过程时，该信息成本与预期观测时间

是成比例的，这种成本结构也是满足他们在《瓦尔德问题及序贯抽样与静态信息成本的关系》（Morris 
& Strack ，2018 ）一文中提出的几个公理。在货币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学者长期依赖基于香农熵

的信息成本函数设定，但其存在众所周知的局限性，而施特拉克等对信息成本的表述可以弥补这些

局限性。另外，如果将信息成本与经济属性联系起来，对于研究信息选择和现在迅速发展的数据市

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二）信息结构和隐私保护

在很多经济环境中，哪些信息可以使用或披露是有限制的。比如，由于法律、法规或其他方面的

限制，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特征信息在许多情况下都受到保护。银行决定是否贷款给某一个体时，

《平等信贷机会法案》会限制银行使用诸如种族、性别或年龄等“受保护的个人特征”信息对贷款人进

行歧视。在《隐私保护信号》（Strack & Yang，2024a）一文中，施特拉克等对信息的隐私保护给出了一

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布莱克韦尔（Blackwell，1951）的等价实验比较框架，他们提出信息可以作

为状态的一个信号，而隐私集代表不能被披露的信息，可以定义为事件的集合。因此具有隐私保护

的信号满足如下条件：当隐私集合中的任何信号实现时，后验概率等于它的先验概率，或者说，受隐

私保护的信号不会揭示属于隐私集事件的任何信息。运用数学语言可以描述为：隐私集总是可以用

一个定义在状态空间的随机变量 θ 来表示，当且仅当 s 独立于状态 θ 时，信号 s 具有隐私保护功能；当

①实验是指经典的布莱克韦尔实验（Blackwell，1951），人们对某个事物的了解具有一个先验概率，并可以通过获

取信息（一次实验）来修正自己的先验信息而达到一个后验概率，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之间的信息差就可以由一次实

验的成本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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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仅当信号是重新排序的分位数信号的乱码（garbling）时，信号是隐私保护的。这些信号相当于耦

合，这意味着最优隐私保护信号的解和最优传输问题的解是一样的。

施特拉克等通过这种巧妙的数学技巧刻画了信息结构和隐私保护概念，为信息经济学相关的研

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们还同时刻画了任意状态空间下隐私集合的所有隐私保护信号，包括

全隐私保护信号、条件显示信号、分位数信号、重新排序分位数信号、非占优的隐私保护信号和最优

的隐私保护信号等，其结论在算法设计中的统计歧视和公平性、拍卖中敏感信息的泄露、垄断定价和

价格歧视中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1. 统计歧视和算法公平

在计算科学中，关于算法公平的法律研究文献正在关注如何规制决策时产生的统计歧视。算法

公平中最普遍的标准是，要求决策者做的决策和受保护的特征没有相关性。以银行贷款为例，施特

拉克等引入一个通用的设定，假定一个决策者以观察到（θ，y，z）的协变量组合来决定是否给某个贷

款人放贷，θ 表示受保护的特征（如种族或性取向），y 表示材料相关特征（如征信历史或犯罪记录），z
表示其他所有可观察的特征（如邮政编码）。一个算法（或统计模型）就以协变量组合（θ，y，z）为输入

并输出一个和结果 γ 相关的信号 s，由于受保护的特征 θ 可能和结果 γ 相关，自然和信号 s 也相关，就

可以利用前面的隐私保护结构得出的定理来描述可能会出现的统计歧视。施特拉克等的结论为决

策者指明一种方法：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使其独立于受保护的特征，便有可能使应用于该数据的任何

算法避免产生统计偏见的推测。

2. 拍卖中的最优隐私保护披露

在很多商业环境中，披露用户的一些隐私信息受到了严重质疑，比如谷歌或其他广告公司就因

为将诸如宗教信仰、种族、病史等用户的敏感信息披露给广告商而饱受争议。施特拉克等将其隐私

保护信号结论应用于出版商通过二级价格拍卖方式将用户的信息出售给多个广告商的情形。出版

商可以决定出售给广告商的用户信息数量，每个广告商可以观察到关于自身价值的一个信号，但一

些受保护的信息不能披露给广告商，施特拉克等给出了一个最优的对称信息结构。《隐私保护信号》

一文中的结论和贝格曼等（Bergemann et al. ，2022）文章中的结论一起，完整地刻画了受隐私约束拍

卖中最优的信息披露机制。

3. 买卖双方的信息与价格歧视

信息技术的进步增加了交易前买卖双方的信息披露，比如通过产品评价和平台的产品推荐，能使买

家获得更多的产品信息和更好地了解产品的价值。卖家可以通过收集或购买能体现买家偏好的购买历

史和特征数据来获得买家的价值信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结构可以从很多方面决定双方的激励，

从而决定福利结果。一方面，买家掌握的信息让其在做出购买决策时更加知情，但同时也改变了需求弹

性，进而改变了卖方的定价策略。另一方面，卖家掌握买家的信息能够让卖家实行价格歧视或攫取更多

的剩余。而且，买家和卖家掌握的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进一步影响价格歧视的程度和信息租金。

从买家的角度看，如果买家关于产品的信息和卖家知道买家所具有的信息是一样的，卖家可以

实行完美价格歧视；如果卖家知道买家关于产品的信息比买家要少，则卖家只能实行部分价格歧视

且会让买家保留部分租金。但是当买家信息和卖家信息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且如果买方的后验

期望值是他们对卖方信号信念的充分统计量，则卖家可以使用克勒梅—麦克利恩机制（Crémer & 
McLean，1988）攫取（几乎）所有的剩余；而如果买家没有任何关于产品的信息，则卖家没有必要实行

价格歧视，只需制定统一的标价就可以攫取所有的剩余。在《利用买家信息打击价格歧视》（Strack 
& Yang，2024b）一文中，施特拉克等指出，如果买家的信号独立于卖家的信号，也就是在买家信号是

隐私保护的情况下，克勒梅—麦克利恩机制和麦卡菲—雷尼（McAfee & Reny，1992）机制下的剩余

攫取是不可行的，此时卖家最优的定价机制就是制定单一的标价。而随着卖家的信号变得更有信息

量时，卖家的利润将逐渐变大。但是由于法律的保护，很多买家的私人信息无法被卖家用来进行价

格歧视，《隐私保护信号》一文中的结论也可以用来刻画防止垄断者实行价格歧视的市场细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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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的机制设计分析方法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提出的迈尔森最优拍卖理论的正确性

特别依赖三个假设：单物品、估值分布已知、不同买家的估值独立。但该条件在很多复杂的环境下是

不成立的，比如在网络经济下，买家之间对商品的估值是相关的。因此，机制设计领域还有很多未探

索的新方向。在《极值点和主序化：经济应用》（Kleiner， Moldovanu & Strack， 2021）一文中，施特拉

克等综合了求极值点和主序化方法，将主序化视为优化问题的一个约束，为机制设计构建了一种新

的分析方法。他们证明许多著名的机制设计和决策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结构：从一组单调函数

中选择一个函数，使得给定的泛函最大化，而这些单调函数之间具有主序化关系，即欧氏空间中向量

之间的偏序关系。欧氏空间中向量或可积函数之间的偏序表示一个函数相对于另一个函数的“可变

性”的比较，最初在研究经济不平等或不确定性下的选择理论时被引入经济学中，诸如均值保留展形

（mean preserving spread）、范-洛伦兹不等式（Fan-Lorentz inequality）和二阶随机占优（second-order 
stochastic dominance）等概念都与之密切相关。

（一）收益最大化的排名物品拍卖模型

在收益最大化的排名物品拍卖模型中，临时分位数分配机制（interim quantile allocation）如果是

非递减的，则它是一个贝叶斯激励相容机制（Bayesian incentive compatible，BIC）。出价最高的人获

得的最高质量的协调分配机制（assortative allocation）也是贝叶斯激励相容机制，且可以引致临时分

位数分配机制。在该拍卖模型中，收益最大化问题便可转化为求均值保留展形轨道的极值点问题，

并且马上可以由范—洛伦兹定理给出最优的配置条件。但如果虚拟价值函数是非递增的，其他的极

值点可能是最优的。施特拉克等有关极值点和主序化的定理指出，对于任何对称的贝叶斯激励相容

机制，都存在一个等价的、对称的优势策略激励相容机制（dominant-strategy incentive compatible，
DIC），使所有代理人产生相同的临时效用，并产生相同的社会剩余。

（二）匹配竞赛

在排名物品拍卖中，如果代理人和奖励都是连接统的，每个代理人都提交一个报价，然后拍卖者

根据报价来匹配奖励，代理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可以由协调匹配方案得到，但此时代理人肯定会浪

费资源，比如信号显示成本。如果报价是相互独立的，另外一种可行的资源配置方案是随机匹配，且

实施随机匹配方案是没有成本的。施特拉克等给出了匹配方案是可行且激励相容的条件：（1）如果

代理人的类型分布 F 是凸的，每种类型的代理人都偏好随机匹配方案；（2）如果类型分布 F 具有递增

（递减）的失败率时，随机匹配（协调匹配）可以最大化代理人的预期效用，且如果类型分布 F 具有递

增的失败率时，协调匹配方案可以最大化设计者的收益。

（三）最优委托模型

最优委托模型是指：世界的状态 θ是在［0，1］之间具有密度函数 f的分布 F，状态的实现值是代理人

的私人信息，行动空间是实数集。代理人在状态 θ下选择行动 a的效用为 U A ( )θ，a =-( )θ - a
2
，委托人

的效用为 U p( )θ，a =-[ ]γ ( )θ - a
2
， γ：[ ]0，1 →ℝ。科瓦奇和米洛瓦诺夫（Kovac & Mylovanov， 2009）

在平均行动函数的单调性、确定方差函数的包络条件和方差非负这三个约束条件下给出了激励相容

机制，而施特拉克等给出的条件同时包含这三个约束条件，并将问题简化为线性最大化问题，即只需

求解主序化约束下的平均行动函数的最优化问题。与收入等价拍卖的结果相似，激励相容的委托机

制只取决于平均行动函数的实现值。

（四）具有后验均值偏好的劝说模型

在 Kolotilin（2018）和 Dworczak & Martini（2019）的劝说问题中，状态变量 ω 是［0，1］ 之间的一个

连续分布 F，信号发送者可以向不知情的接收者披露关于状态的信息。发送者选择信号 π，信号是基

于状态的条件概率。根据贝叶斯规则，每个信号产生一个后验概率分布和后验分布均值。接收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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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信号和信号的实现值，然后根据后验分布均衡来选择最优的行动 x。任何的信号都是先验概率

的一个乱码，因此，任何信号 π 和先验概率分布 F 都是后验概率均值 Gπ 的均值保留展形，即 Gπ ≻ F。

此时信号发送者的最优化问题就基于接收者的后验均值信念选择最优分布。发送方对定义在后验

均值上的目标函数进行优化问题的结论就可以由施特拉克等有关极值点和主序化的定理得出。

更有意思的是，施特拉克等提出的主序化和极值点方法可以很好地刻画委托模型和贝叶斯劝说

之间的关系。尽管委托问题中先验概率是非线性的，但是这两个问题的最优机制结构都是一样的，都

可以简化为在一个主序化函数集约束上的线性函数最大化问题。同时，他们的研究结论还可以用来刻

画机制设计中的等价结果、迈尔森原始设计问题、最优委托或具有非预期效用代理的设计问题等。

（五）非期望效用：不变的风险规避

在《估值内生的拍卖理论》（Gershkov，Moldovanu，Strack & Zhang，2021）一文中，施特拉克等研

究了在 n 个具有单位需求的对称的代理人之间分配 m 个单位物品的收益最大化问题。在参与拍卖

之前代理人（竞标者）可以采取投资行动（需要付出成本）来影响代理人对物品的估值，此时代理人对

物品的估值就是内生的，这给拍卖机制设计带来了新的问题。迈尔森的收益最大化机制忽略了该拍

卖机制对价值分布的间接影响。在具有成本投资行动的分配问题中，竞标者的估值在获胜概率上是

非线性的，因此代理人的收益就是一个非预期的效用结构。施特拉克等的主序化方法指出，该问题

可以简化为代理人获得一个物品的临时概率是凸的、非预期的效用偏好的分配问题。

在拍卖中，拍卖给竞标者带来了风险，因为实物商品的分配和相关支付都是事先随机的。面对规

避风险的竞标者，卖方可以利用其不愿承担风险的心理而赚取更多利润（相对于风险中性基准而言）。

因此，当竞标者具有风险规避特征且预期效用为最大化时，根据风险中性假定得到的收益和收入等价

条件就不成立了，此时最优的拍卖机制取决于竞标者的风险偏好。在《最优拍卖、非预期效用与恒定风

险规避》（Gershkov，Moldovanu，Strack & Zhang，2022）一文中，施特拉克等研究了当卖家面对风险厌

恶且风险厌恶系数恒定（考虑非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框架）的竞标者时的收益最大化机制。其中，用来

刻画恒定风险厌恶（constant risk aversion ，CRA）的基础模型是亚利对偶泛函（Yaari’s dual utility 
functionals），这些泛函是通过对与事件相关的概率进行扭曲（或添加权重函数）得到的，它们允许风险

态度和财富效应之间相互分离。施特拉克等提出的风险偏好和非预期效用的结构特征可以说是一阶

风险规避（first-order risk aversion）的，区别于文献中预期效用的二阶风险规避（second-order risk 
aversion）。在这种偏好设定下，即使在非常弱的风险厌恶条件下，竞标人对保险的意愿支付也是正的。

施特拉克等提供了“完全保险”的最优化机制，即每个代理人的效用与其他代理人的报告无关。

在最优保险政策的设计中，众所周知，预期效用设定需要有足够大的风险厌恶参数才能使广泛

观察到的个人选择合理化，例如支付较高的保费以避较小的免赔额。基于概率加权非线性变换的理

论有望更好地将这些观察结果与现实生活中的行为相协调。在《最优保险：对偶效用、随机损失和逆

向选择》（Gershkov，Moldovanu，Strack & Zhang，2023）一文中，施特拉克等提出了具有非预期效用代

理人的最优保险设计问题。该模型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保险业中观察到的客户行为模式以及常见

的保险合同，如一系列免赔菜单或限制范围的保险菜单等。

四、其他贡献

施特拉克除了在方法上针对上述几个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见解之外，还对博弈论、

拍卖理论和其他理论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很多具体问题进行了拓展研究。

在《随机竞赛中的截止日期》（Seel，Lang & Strack，2014）一文中，施特拉克等构建了一个随机竞

赛全支付拍卖模型，其中参与人可以决定在何时停止观察泊松过程，且该信息是私人信息，在截止日

期前累积最多泊松到达的参与人获得竞赛奖励。这个模型可以很好地应用在具有截止日期竞赛的

现实情景，如企业之间的秘密研发竞赛、采购竞赛和基金申请等。

很多经济社会场景如寻找工作时雇主和应聘者之间的博弈，企业决定何时将新技术推入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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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博弈和不可逆转的投资等都可以看作一个最优停止问题。在《具有私人信息的最优停止问题》

（Thomas & Strack，2015）一文中，施特拉克等研究了在动态委托—代理博弈模型中支付如何影响代

理人行为的问题。代理人可以观察到一个私人的离散马尔可夫过程，并选择一个停止规则。委托人

能观察到代理人的停止决策，但无法观测到停止决策后的支付，委托人可以通过承诺给代理人一个

支付从而影响代理人的停止决策。该工作的最主要贡献是证明了，在动态单交叉点条件下，所有的

截止策略（随机过程的值首次超过一个时间依赖的阈值时就停止的策略）都可以在不需要交流的情

况下实施（不需要交流的情况下实施是指委托人的支付只取决于代理停止的时间，而不要求代理人

报告任何私人信息），并给出了支付是一类新的随机过程的期望值时的解析解。

收益管理（revenue management）通常是指在面对不确定或波动的需求的情况下如何分配资源或定

价的问题，如酒店预订、汽车租赁、网上广告、带宽分配和赛事管理等。此时，定价需要跟随很多不可预

测的随机冲击。在《具有策略性消费者和未知马尔可夫需求的收益最大化机制》（Gershkov，Moldovanu 
& Strack，2018）一文中，施特拉克等构建了当卖家面临一个随机的马尔可夫需求和策略型买家时的模

型：卖家出售一堆商品给一系列随机到达的买家，商品的估值和到达市场的时间是买家的私人信息，卖

家需要从历史的到达情况来了解未来需求。他们给出了一个收益最大化的直接机制，并指出最优机制

不能简化为单一定价机制，而是需要实行个性化定价。同时，简单的“先学习后销售”机制能够使卖家

赚取最大收益的绝大部分。在该机制中，卖家首先制定一个较低的价格，以获得到达过程相关的信息；

在第二个阶段，卖家基于先前获取的信息再制定最优的价格。

在许多经济环境中，代理人不清楚其行动的收益，所选择的行动既影响其当前的收益，也影响其

收到的信息。完全短视的代理人会忽视未来信息的价值，即使正确地处理了其收到的信息，也可能

重复地选择在完全信息下非最优的某些行动。相比之下，最优规则要求耐心的代理人要“主动学

习”，意味着代理人会在放弃当前回报和从实验中获得的未来预期收益之间做出权衡。施特拉克等

在《具有错误的先验概率的主动学习》（Fudenberg，Romanyuk & Strack，2017）一文中，施特拉克等首

次研究了贝叶斯模型代理人在具有错误定义的先念概率时的主动学习和信息获取问题，他们认为错

误定义的先验概率就是代理人将真实状态的先验概率错误地定义为 0，在每个时期，代理人采取一个

行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但这个收益值是不清楚的，是一个固定的未知收益和随机误差项之和，其中

误差项是布朗运动增量且代理人清楚误差项的分布。他们完整刻画了代理人信念和行动的极限行

为，并给出了信念何时收敛到稳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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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2024 John Bates Clark Medal is awarded to Philipp Strack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be‑
havioral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Strack’s background， and then summarizes his 
contributions to studies of decision‑making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the measurement of information cost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 of these concep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analytical approach to mechanism design. 

Firstly， in the fields of decision theory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Strack and his collaborator expand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to study how the learning process，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formation update process， and decision‑making speed af‑
fect the behavior of decision‑makers 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providing new explanations for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
tional decision theory in terms of model and empirical measurement. On the issue of intertemporal decision‑making time in‑
consistency， they pointed out that the present bias of individual choices can be identified by observing the completion time of 
tasks， which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that a present‑biased person may often excessively delay the comple‑
tion of tedious tasks. Meanwhile， they constructed a general model to characterize the decision‑making problem of individu‑
als with misinterpreting themselves. For example， a smoker with self‑present bias predicts that he will quit smoking soon， 
but eventually smokes more. Or， an employer with implicit racial bias may think that he is treating all applicants equally， 
and then end up with a racially unbalanced team. They also studied how overconfidence distorts beliefs and leads to bad ac‑
tions with consequences not onl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ut also at a broader level， towards society， causing prejudice and 
racism.

Secondly， based on the idea of Blackwell’s experiment， they developed an axiomatic theory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that captured the idea of constant marginal costs in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derived three axioms： （1） the monotonicity 
axiom （experiments with more precise information cost more）； （2） the additivity axiom （the total cost of each independent 
experiment is the sum of the costs of the individual experiments）； and （3） the dilution axiom （the cost of generating an ex‑
periment with probability half equals half the cost of generating it with probability one）. Those axioms have a wide applica‑
tion in the field of rational inattention， the Wald model of sequential sampling， decision theory， dynamic information acqui‑
sition model， probability theory， and information theory. In the field of monetary economics and finance， these axioms pro‑
vide a complement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cost function based on Shannon entropy. Furthermore， it also very 
helpful for the study of data markets if linking the information costs to economic stories.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garbling in information structure， they proposed that information can be seen as a signal of state， so many concepts such 
as privacy protection can be formalized. They characterized all privacy‑preserving signals under any state space and privacy 
set. These different privacy‑preserving signals can be applied to research on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and fairness in algo‑
rithm design and optimal privacy protection disclosure in auctions， and identify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market segmen‑
tation conditions that prevent monopolists from implementing price discrimination.

Thirdly， they used extreme points and majorization methods to show that many well‑known optimal design and deci‑
sion problems share a basic common structure： all these problems can be reduced to the choice of an optimal element—that 
maximizes a given functional—from the set of monotonic functions that are either majorized by， or majorize， a given mono‑
tonic function. Their pathbreaking work on extreme points and majorization unlocks new doors for the theory of mechanism 
design. The theorems derived under this new analytical approach are equivalent to the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s in 
equivalence and optimality of mechanisms for revenue‑maximizing rank‑item auctions， matching contests， persuasion with 
preferences over the posterior mean， optimal deleg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orems in the new framework can also be used to study equivalent results in the mechanism design， Myerson’s original de‑
sign problem， and principal‑agent problem with non‑expected utility.

Finally， they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esearch areas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auctions， organ exchanges， dynamic pric‑
ing of goods， optimal structuring of lockdowns in a pandemic， design of cryptocurrencies， and optimal taxation of goods 
with negative externalities （such as carbon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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